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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解释在民法中的体系定位与类型区分

胡巧莉 刘征峰*

内容提要:从民法视角观察,个人信息应作为法益保护。针对自动化决策的算法解释实际上是人格

权衍生的非独立请求权,无需单独创设一项算法解释权。算法解释在合同领域中可被纳入保护义务

的范畴,在侵权领域中则具有过错评价的功能,当个人信息处理者无法解释或拒绝解释时,可推定

其存在过错。为保护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商业秘密,减轻其解释负担,《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

3款所规定的算法解释应区分为事前解释与事后解释两种类型,两者在要件构造与解释程度上存在

区别。事前解释应限定于 “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场合,事后解释则发生在 “对

个人权益已经产生重大影响”的自动化决策场合。事前解释义务的程度应低于事后解释义务,二者

分别对应对系统功能的抽象解释和对具体决策的详细解释。因重大影响产生实际损害后,个人信息

主体可通过主张违约或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实现救济。对事前解释义务的意定免除若违反 《民法典》

第497条或第506条应为无效,但事后解释义务及其衍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可被免除。

关键词:算法解释 个人信息权益 自动化决策 重大影响

在利用个人信息的自动化决策场合,难免在信息剖析时因 “歧视性”因素而作出对个人存在

重大影响或产生法律效力的决策。〔1〕 规制算法的方式是将存在实质性歧视、隐私风险以及其他重

大影响的决策结果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如个人信息主体可要求作出 “算法解释”。〔2〕 域外法上

对 “算法解释”的讨论聚焦于 “算法解释 (权)”的规范依据与权利性质。〔3〕 欧盟以 《一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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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条例》(下文简称GDPR)第22条和序言第71条为依据,保障个人有权不受对其产生法律

效力或者类似重大影响的自动化决策之约束。为维护市场交易语境下的数据公平 (或称免于受欺

诈或不公平对待),美国以 《信贷机会均等法》(TheEqualCreditOpportunityAct)和 《公平信

用报告法》(FairCreditReportingAct)作为 “算法解释 (权)”的主要规范依据,专门规定了

贷方需就不利的算法评分向消费者解释的义务。

我国立法文本中未出现 “算法解释 (权)”这样的表达,但根据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

条第3款的规定,个人信息主体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说明对其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自动化决

策,并享有相应的拒绝权。值得探讨的是,该款规定隐含的 “算法解释”在民法上究竟属于何种

性质,又可产生何种法律效果。我国学界对 “算法解释”是否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存在争论,

肯定者认为个体赋权式的治理模式可为个人信息提供更强保护,〔4〕并由此形成完整的个人信息

权利体系。否定者则认为个人信息仅需作为利益保护,算法解释的功能可被现有的法律制度涵

盖,创设算法解释权易形成保护功能的堆叠。〔5〕两种相反的观点虽各有理由,但未能就民法体

系中如何理解算法解释作出圆满的回应。无论采何种规范模式,核心是如何在主观权利体系中厘

清 “算法解释”的保护目的与体系价值。

本文以利用个人信息的自动化决策为研究对象,首先从 “算法解释”保护的个人信息权益的法

律评价出发,判断算法解释能否被人格权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民法典》第1032条至第1039条)、

消费者知情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第14条以及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4条)、合同保

护义务、侵权责任等民法保护模式的规范功能所涵括,明晰其性质与定位。在此基础上,尝试在民

法体系中对算法解释进行类型区分,重点分析类型区分的实益以及不同类型算法解释的规范构造。

一、人格权体系中的算法解释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规定了利用个人信息的自动化决策和相应的 “算法解释”义务。

算法解释作为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方式,其体系定位与规范性质尚未明确,关键在于目前的民法

体系中是否已经存在可以承载 “算法解释”的规范制度。因此,首先,需要先明确个人信息权益

的性质,再判断算法解释的体系位置是处于 “个人信息保护体系”还是人格权保护体系,其性质

为独立权利还是请求权。其次,基于算法解释的规范目的,自动化决策对个人权益的重大影响产

生的时间不同,需区分不同的算法解释类型。

(一)作为非独立请求权的算法解释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列明了个人信息处理中需遵循的原则和违反

相应义务时需承担的责任。《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了更为详尽的规定,但均未

·86·

〔4〕

〔5〕

参见张凌寒:《商业自动化决策的算法解释权研究》,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张恩

典:《大数据时代的算法解释权:背景、逻辑与构造》,载 《法学论坛》2019年第4期;解正山: 《算法决策规制———以算法

“解释权”为中心》,载 《现代法学》2020年第1期。
参见贾章范:《论算法解释权不是一项法律权利———兼评 <个人信息保护法 (草案)>第二十五条》,载 《电子知识

产权》2020年第12期;辛巧巧:《算法解释权质疑》,载 《求是学刊》2021年第3期。



胡巧莉 刘征峰:算法解释在民法中的体系定位与类型区分

言明 “个人信息权”的存在,仅出现 “个人信息权益”的表达。个人信息属于人格要素,与人格

权的保护内容存在交叉,若重复性地创设独立的 “个人信息权”,则会与人格权的保护体系产生

叠合。〔6〕立法政策对个人信息保护采行为规制模式,正是由于个人信息权益尚未达致 “权利的

分配密度”(Zuweisungsdichte)。〔7〕行为规制模式将个人信息视为一项法益,规制信息处理行

为,既可避免权利泛化,亦可缓解与个人信息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8〕因此,个人信息

法益可置于人格权规范体系下予以保护,尽管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章 “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

活动中的权利”中使用了 “权利”,但其仅为技术意义上的表达,与 《民法典》第五章 “民事权

利”中具体列举的生命权、身体权等权利的性质并不相同,将其理解为保护个人信息法益的请求

权更为适宜。

在明确了个人信息权益属于人格权保护体系的法益后,作为其保护方式的 “算法解释”,亦

应当被置于人格权保护体系的范畴进行性质界定。对于 “算法解释”的关键争议在于 《个人信息

保护法》第24条第3款是否创设了 “算法解释权”。支持的观点认为目前的法律资源不敷适用,

应配置独立的算法解释权,用以平衡自动化决策使用者与相对人不对称的权力关系。〔9〕只有通

过赋权才能增强算法透明性,以破解 “算法黑箱”的方式达到提高算法可责性的目的。〔10〕否定

的观点认为算法解释的功能可通过其他规制手段实现,〔11〕创设权利的救济效果有限,会对商业

秘密、国家利益和市场竞争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徒增裁判成本。〔12〕深思之,支持算法解释 “权

利化”的观点未从民法体系的视角去观察算法解释的定位。算法解释所保护的法益可以被人格权

规范体系所涵盖,在合同与侵权领域表现为不同的保护手段与规范功能。至于商业秘密,其仅构

成对算法解释说明义务的限制,不能绝对地拒绝算法解释请求权的适用。〔13〕

域外法上,学者们以GDPR第22条及序言第71条为核心对算法解释的规范模式展开了讨

论。有观点认为即便序言在欧盟法律下并不具有拘束力,但为了引导数据主体依据GDPR行使

权利,至少应保障其从功能角度获得解释的利益。〔14〕相反观点则认为GDPR第22条并未明

文规定 “算法解释权”,序言第71条虽提及 “算法解释权”(therighttoobtainanexplanationof

thedecision),但其未处于正式文本中,不可创设权利类型。〔15〕亦有观点主张 “算法解释权”

可能引发新的 “透明性谬误”,通过被遗忘权、数据可携带权、隐私保护等即可使算法更加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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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利益保护。〔16〕不同成员国对算法解释的规范模式并未与GDPR完全保持一致。德国、比利

时并未肯认GDPR序言第71条所提及的 “算法解释权”。〔17〕可能的原因在于,基于算法自动化

决策所作出的歧视性结果可由其他法律规范进行规制。如德国 《一般平等待遇法》不仅将损害赔偿

作为救济方式,而且将救济方式扩展至可能对契约自由作根本性否定的强制缔约。〔18〕“如果歧视行

为表现为拒绝订立合同,在只有通过订立合同才能排除妨碍的情况下,排除妨碍的外延中实际上包

含了强制缔约这一方式。”〔19〕在英国与爱尔兰的 《数据保护法》中,虽不能直接看出 “算法解释

权”,但其均要求数据控制者阐明算法分析的过程。〔20〕法国和匈牙利的相关法令将 “算法解释

权”纳入了规范范畴,只是在行使的具体要求上略有不同。〔21〕甚者,意大利最高上诉法院在判

决中直接将 “算法是否透明”作为个人信息处理中的 “个人同意”是否有效的关键因素。若算法不

透明则个人信息主体作出的 “同意”归于无效,对利用算法进行自动化决策的手段进行严格

规制。〔22〕

还有学者倾向于将概念限缩,不称其为 “解释权” (righttoexplanation)而称其为 “知情

权”(righttobeinformed),认为知情内容包括算法系统功能与具体的自动化决策。〔23〕但知情

权对应的是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事前告知义务,披露的时间为收集信息时、处理个人信息前,不包

括处理个人信息并作出决策后的情形。〔24〕在内容上,知情权旨在披露个人信息处理的主体、目

的、内容、方式以及享有的访问权等权利,〔25〕不包括对具体自动化决策结果的解释。我国 《个

人信息保护法》第44条规定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享有知情权,并未言明知情的具体内容。

第17条对告知义务内容的规定亦不包含针对个人的具体自动化决策。

因此,算法解释并不等同于算法透明原则项下的知情权。知情权的内容较算法解释更为狭

窄,不要求 “重大影响”作为要件,亦不包含复杂的事后解释类型。若不对事前与事后进行区

分,统一以知情权保护,将会忽略对个人信息处理者商业秘密的保护和解释负担的关注。在规范

效果上,算法解释不仅具备与告知义务类似的事前防御性效果,还有事后救济的功能,具体表现

为合同领域中义务不履行责任的判断和侵权责任领域中过错的评价。无论是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中的消费者知情权,还是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个人信息主体的知情权,均无法完全囊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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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解释的规范功能。

综上所述,判断 “算法解释 (权)”是否存在,不应拘泥于立法文本的形式表达,应当充分

结合背后的规范目的和价值考量。从 《民法典》所采的立场来看,作为一般人格权条款的第990

条第2款以 “其他人格权益”保护一般人格权,与该条第1款所规定的具体人格权相区分。〔26〕

个人信息保护的诸多内涵可被纳入具体人格权与一般人格权益的保护范畴。因此,在不存在独立

的个人信息权的前提下,算法解释作为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方式,既不是作为个人信息权的权

能,也不是作为独立的算法解释权,其民法性质为保护个人信息法益的非独立请求权。〔27〕

进一步而言,算法解释是依附于人格权保护体系、为实现人格利益保护而服务的非独立请求

权。《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和第48条规定的解释义务以及第44条所规定的 “知情权”

存在保护内容上的重合之处,均构成个人信息主体在个人信息处理中要求事前知情或者事后解释的

权益保护手段。对于 《个人信息保护法》与 《民法典》之间的适用关系,合理的模式应为 《民法

典》人格权编仅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原则性和转介性的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具体问题作出

更为细致的规范。在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没有明文规定时,才可适用 《民法典》中的一般条款。〔28〕

(二)非独立请求权性质下的类型区分实益

正如前文所言,若不对算法解释进行事前事后的区分,可能导致其与知情权的混淆和对事后

救济功能的忽视。个人信息属于人格要素,而保护人格权的方式在事前和事后有所区别,损害产

生的事前表现为防御型请求权,损害产生的事后表现为救济型请求权。因此,值得探讨的是:算

法解释作为人格权保护项下的非独立请求权,是否应参照人格权保护方式因事前事后的差异而区

分不同的类型。

GDPR未对算法解释的性质属于事前解释还是事后解释作出明确规定。〔29〕事前解释发生于

算法提供者基于用户同意开始收集个人信息后、自动化决策作出前,决策系统的规则设计可能对

个人信息主体权益产生重大影响。事前解释提供的信息为系统功能,例如可能被考虑的数据类型

及特征或决策树的分级标准等,未具体到个人信息主体。〔30〕事后解释则发生在自动化决策已经

作出,且对个人信息主体的个人权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情形。事后解释的内容既包括系统功能也

包括针对个人的具体决策,如某一特定主体被采纳的信息类型、个案中纳入自动化决策的因素和

权重、对权益产生的重大影响等。〔31〕

与合同法上的保护义务以及侵权责任领域的交往安全义务相类似,只有当个人信息主体与个

人信息处理者进入到一定程度的特别结合关系中,才可对其施加解释义务的负担,不可在尚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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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31〕

参见朱晓峰:《论一般人格权条款与具体人格权条款的规范适用关系》,载 《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3期。
“请求权有独立请求权与非独立请求权之分,独立的请求权不依赖于其他权利而独自存在,本身即属于一种权利,而

非独立请求权则是为实现其他的权利服务的。”参见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第325页。
参见王苑:《个人信息保护在民法中的表达———兼论民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之关系》,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

年第2期;石佳友:《个人信息保护的私法维度———兼论 <民法典>与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关系》,载 《比较法研究》2021年

第5期。
参见前引 〔3〕,SandraWachter等文,第82页。
参见前引 〔3〕,SandraWachter等文,第78页。
参见前引 〔17〕,GianclaudioMalgieri文,第22 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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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收集个人信息时即要求作出事前解释。但我国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忽略了事前

解释与事后解释在保护目的和解释内容上的区别。本文认为,应作事前解释和事后解释的类型区

分,区分的实益如下:

首先,事前解释的功能无法被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7条的事前告知义务所涵盖,该条第1

款第2项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应当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

确、完整地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保存期

限。其中的处理方式仅意味着选择人为还是自动化决策,〔32〕并不要求具体解释算法系统功能以

及算法运行规则。《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8条规定个人信息主体可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解释说明

的 “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与第17条的 “处理的方式”亦不相同。

有学者提出 “算法说明义务”这一概念,认为从告知义务中可推导出 “算法说明义务”,其

适用于算法决策的全过程,以避免陷入算法解释是否为独立权利类型的争议。算法解释仅包括自

动化决策已经对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后解释,而 “算法说明义务”则不拘泥于 “重大影

响”这一条件。〔33〕该观点存在以下可供商榷之处:第一,“算法说明义务”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

念,其简单地将 “告知义务”与 “算法说明义务”等同,但无论是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条、

第14条还是第17条均无法解释 “算法说明义务”的具体内涵。第二,通过模糊概念规避算法解

释的性质分析存在不妥。如前文所述,算法解释的性质应为人格权保护体系中的非独立请求权。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不仅包括事后解释,亦包括自动化决策作出前的事前解释。事

前解释与事后解释在适用要件上有所区别,前者仅要求 “可能的重大影响”,后者要求 “已经产

生重大影响”。第三,前文已述,《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7条规定的告知义务仅为事前告知义务,

若将 “告知义务”与 “算法说明义务”等同,则 “算法说明义务”无法包含事后说明的类型。第

四,若 “算法说明义务”无需要求 “重大影响”这一要件,会过度增加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解释负

担,不利于个人信息的流通。因此,通过 “算法说明义务”无法否定算法解释存在事前解释和事

后解释两种类型。

其次,事前解释注重防御性的保护,目的在于避免抽象的重大影响转化为针对个人的重大影

响;事后解释则注重对已经发生的重大影响作出解释,并在重大影响转化为损害后对义务违反及

过错要件进行评价。事前解释作为防御性请求权,可以为损害实际产生前的个人信息主体提供预

防性的保护,尤其是以敏感个人信息为对象的处理行为。这与 《民法典》第997条规定的防御性

请求权的规范功能相似。该条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人格权保护提供高效、便捷的预防性保护措

施。〔34〕对于自动化决策中个人权益的保护亦应如此。虽然此时损害尚未发生,但损害赔偿带来

的负担不仅仅发生在具体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还会造成额外的社会支出,预防损害能够以最低

成本产生最大收益。〔35〕不过,事前解释的适用场景需作限缩,否则会对个人信息处理者造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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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35〕

参见程啸:《个人信息保护法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179页。
参见前引 〔13〕,吕炳斌文。
参见程啸:《论我国民法典中的人格权禁令制度》,载 《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3期。
参见朱岩:《侵权责任法通论·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页;〔奥〕海尔姆特·库齐奥:《侵权责任法的

基本问题 (第一卷):德语国家的视角》,朱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8 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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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解释负担。

再者,区分事前解释与事后解释更有利于实现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在自动化决策作出前,个

人权益尚未受到重大影响,应基于比例原则承认商业秘密对解释请求权的一般性抗辩。 “合法、

正当、必要原则”已成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条),是比例原则在

民法中的体现,有益于弥补数字时代意思自治与契约自由的缺陷。〔36〕比例原则的适用不应局限

于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处理行为,还应包括对个人信息主体算法解释请求权的限制。例如,作为框

架权的一般人格权的效力弱于具体人格权,只有通过利益权衡,才能认定是否存在侵害这些权益

的行为。在进行利益权衡时,必须考虑到其他人与此相冲突的权益。〔37〕基于人格权所衍生的非

独立请求权更应如此,当事前解释与他人的商业秘密产生冲突时,由于此时对个人信息主体权益

的重大影响尚未实际产生,故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商业秘密应优先受到保护。

正如GDPR序言第63条所指明的,个人信息权利的行使不应对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产生不

利影响,尤其是商业秘密、知识产权以及软件版权。〔38〕实践中,多数个人信息处理者在拒绝作

出解释时给出的理由为 “保护商业秘密”。如在 “卢米斯案”中,上诉法院因 “商业秘密保护”

而拒绝了被告所提出的 “打开再犯风险评估算法”的请求。〔39〕在 “SCHUFA案”中,当事人因

较低的自动化信贷评分而失去了借贷机会,但其在申请评估公司公开计算评分的算法规则时,同

样被法院以保护商业秘密的理由而驳回。〔40〕算法本身具有客观性,且往往蕴含着商业秘密,这

已成为增强算法问责制和透明度的主要障碍之一。〔41〕有观点认为,只有在算法解释涉及公共利

益的情形下才可考虑进行公开。〔42〕

我国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8条未对解释说明的限度、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抗辩事由作出规

范。在实践中,如果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平衡算法解释与商业秘密将会面临较大的困境。〔43〕

商业秘密保护有效地在算法中创造了一种不需要公开的财产权益,但这并非意味着只要进行算法

解释就会不利于商业秘密的保护。首先,算法解释的内容并非均属于商业秘密的范畴。复杂的代

码与运算模型对于非专业人员而言并无解释的实质效果,只有将算法解释与具体的决策结果相联

系,才能够达到个人信息主体主张解释的目的。其次,算法解释所寻求的是 “有法律意义的信

息”,通过对解释对象和解释内容的限制可以规避侵害商业秘密的风险。在解释对象上,可针对

某些特定群体进行小范围的公开解释。在解释内容上,无需对核心算法进行公开解释,但至少应

当公开影响算法决策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及一般操作模式。〔44〕在解释条件上,限于法律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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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权:《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载 《法学家》2021年第5期。
参见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

SeeGDPRRecital63sentence5.
SeeStatev.Loomis.881N.W.2d749 (Wis.2016).
Vgl.BGHZ200,38.
SeeSoniaK.Katyal,PrivateAccountabilityintheAg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66U.C.L.A.LawReview54,54 59(2019).
SeeCampbellvFrisbee[2002]EMLR31;GuidoNotoLaDiega,AgainsttheDehumanisationofDecision-Making-Al-

gorithmicDecisionsatTheCrossroadsofIntellectualProperty,DataProtection,andFreedomofInformation,9JournalofIntel-
lectualProperty,InformationTechnologyandElectronicCommerceLaw3,13 (2018).

SeeGianclaudioMalgieri,TradeSecretsvPersonalData:APossibleSolutionforBalancingRights,6International
DataPrivacyLaw102,102 106 (2016);前引 〔42〕,GuidoNotoLaDiega文,第14 18页。

参见前引 〔3〕,PaulVogel文,第54 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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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或者仅在个案中向单个数据主体披露。〔45〕因此,将可能涉及商业秘密的解释内容限制在

事后解释的范畴则可避免对个人信息处理者商业秘密的过度妨害。

综上所述,应以对个人权益的重大影响或损害实际发生的时间为节点,对算法解释的类型作出

区分,分为收集信息后决策作出前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前解释与决策作出后并产生重大影响的事

后解释两种类型。类似于合同缔结前后双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保护义务内容与程度的差异,事前解释

的义务低于事后解释,以平衡个人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与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商业秘密保护等利益。

二、事前的算法解释与基于同意的义务免除

根据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的规定,算法解释需遵循的规范要件有二:第一,

自动化决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中 “拒绝”所指向的是 “仅通过自动化决策的方

式作出决定”,不包括掺杂人工干预的自动化决策结果。第二,该决策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

个人权益并不限于个人信息权益,亦包括 《民法典》总则编第5章所规定的其他民事权利,如生

命权、身体权、健康权、财产权等。因此,在事前解释与事后解释中,自动化决策方式与个人权

益是两者的共同要件,但两者对 “重大影响”的判断并不相同。

(一)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中对重大影响的推定

事前解释中的 “重大影响”为 “可能的重大影响”。对于 “重大影响”这一要件,《个人信息保

护法》第24条第3款与GDPR第22条的规范表述并不相同。GDPR第22条将数据主体不受自动化

决策限制的要件列为 “对数据主体产生法律效力或对其造成类似的重大影响”,从文义结构上看,

产生法律效力应属于 “重大影响”的一种具体表现。我国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仅要求

“重大影响”,但从规范目的而言,“重大影响”应包含产生法律效力这一种表现形式。

遍阅 《民法典》,并无 “重大影响”这样的表达,与此类似的仅有 《民法典》第496条中的

“重大利害关系”。“重大利害关系”的认定可参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第1款,如商品

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提示、民事责任

等内容属于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范畴。通常认为,《民法典》第470条规定的合同一般条

款均属于与当事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46〕具体到个人信息保护领域,若个人信息处理者基

于同意而实施个人信息处理行为,“重大利害关系”不仅表现为同意范围内的事项,而且包括可

能对个人信息主体的民事权利产生重大影响的内容。若个人信息处理者基于订立合同必需而实施

信息处理行为,“重大利害关系”则主要表现为合同这一基础关系所构建的权利义务关系。抽象

而言,“重大利害关系”涵括任何对个人信息主体民事权益产生影响的内容。这样的理解也进一

步回应了 “重大影响”应该包含 “产生法律效力”的解释。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5条及第56条对于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作出了规范,要求个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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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4〕,解正山文。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一],人民法院

出版社2020年版,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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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处理者在事前应当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评估的内容包含 “对个人权益的影响及安全风

险”。具体而言,《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影响评估指南》(GB/T39335—2020)第5.5.1对

个人权益维度进行了细化。对个人权益的影响可分为以下四类:第一,限制个人自主决定权,例

如无法选择拒绝个性化广告的推送,被蓄意推送影响个人价值观判断的资讯等。第二,引发差别

性待遇,例如因疾病、婚史、学籍等信息泄露造成的针对个人权利的歧视。第三,使个人名誉受

损或遭受精神压力,例如被他人冒用身份、监视追踪等。第四,人身财产受损,例如引发人身伤

害、遭受诈骗、勒索等。这些可能对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内容与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

条中的 “人格尊严受到侵害、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高度吻合。因此,在事前解释中,通过个

人信息的敏感度即可推定对个人权益的重大影响。

从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至第30条的规定可以明显看出法律对敏感个人信息的特殊保

护。敏感个人信息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则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

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在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容易对个人

权益产生重大影响。基于此,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应当向个人告知处理敏感个

人信息的必要性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但在一般个人信息的处理中,并未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

事前告知自动化决策对个人权益的影响。损害尚未实际发生时,对个人信息主体的保护力度应低

于损害实际发生的时候。因此,需通过区分个人信息的类型对事前解释作出限制,事前解释的对

象应限于对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行为。非敏感的个人信息一般不会引起对个人权益的重大影响,

且在事前难以证明。若将非敏感的个人信息的处理纳入事前解释的范畴,会对个人信息处理者课

加过重的解释负担。

在符合上述要件后,事前解释的具体内容不仅包括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7条的内容,亦

应包括向个人信息主体披露自动化决策适用的逻辑和可能的一般性后果。〔47〕但个人信息处理者

仅需作抽象解释,并不具体到与相对人有关的自动化决策结果。〔48〕欧洲法院对算法解释的内容

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其指出责任主体仅需对一般性的信息以可理解的方式作出解释。〔49〕事

前解释的目的在于帮助个人信息主体了解预期或未来的自动化决策,以便在知情的基础上决定是

否允许自己的个人信息被处理、评估自动化处理的合理性或者行使更正权、反对权等请求权。〔50〕

通过对系统功能等抽象内容的解释,已经足够达到相应的防御效果。〔51〕

(二)个人同意与解释义务的免除

若个人信息主体事前同意免除个人信息处理者的算法解释义务,会对该义务产生何种影响?

免除算法解释义务的事前同意与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第1项中规定的 “取得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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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49〕

〔50〕

〔51〕

SeeGDPRArticle13 (2)(f)、Article14 (2)(g).
参见前引 〔10〕,姜野、李拥军文。

SeeYSvMinistervoorImmigratie,IntegratieenAsiel(C 141/12)andMinistervoorImmigratie,IntegratieenAsiel
vM,S (C 372/12),ECJjudgmentof17/07/2014para.50etseq.

SeeSandraWachteretal.,CounterfactualExplanationswithoutOpeningtheBlackBox:AutomatedDecisionsandthe
GPDR,31HarvardJournalofLaw & Technology841,865 867 (2018).

SeeAntoniRoig,SafeguardsfortheRightnottobeSubjecttoaDecisionBasedSolelyonAutomatedProcessing (Arti-
cle22GDPR),8EuropeanJournalofLawandTechnology1,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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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意”并非等同的概念。前者同意的内容为免除将来的算法解释义务,是对责任的免除;而后

者仅同意个人信息处理者对个人信息的处理行为,并非对责任的免除。对于何种情形下能够免除

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解释义务,目前并无细致的研究,仅有学者就免除告知义务主张应当以个人信

息是否直接向信息主体收集作为区分标准。〔52〕但这与解释义务的免除并不相同,事前告知义务

的内容仅可被事前算法解释所涵括,忽视了事后解释的类型。无论是告知义务的免除还是解释义

务的免除,均属于对个人信息主体权益的处分,在适用情形上可参考类似的规范。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未对算法解释请求权的行使设置例外。GDPR第22条第2

款设置了3项例外情形,第一项是 “该决定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

合同作为双方当事人分配风险的工具,若该自动化决策系双方经过自由磋商而订入合同且合同不

存在无效情形,则可视为对抗解释义务的事由。第二项是 “该决定是由欧盟或其成员国的法律授

权作出的,且该欧盟或其成员国的法律不仅约束控制者,并且明确了保护数据主体权利、自由和

合法利益的适当措施由联盟或成员国的法律规定”,此种例外情形是指存在明确的法律授权保障

该自动化决策的实施,置于我国法律规范的语境下类似于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如果该自动化决策的决定系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除非该法定职责或者义务包含

无需针对自动化决策作出解释的内容,一般不允许其直接对抗解释义务。但我国 《个人信息保护

法》第13条第1款第4、5项的内容系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而设置,公共利益的保护可通过

限制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信息处理行为而实现,限制个人信息处理者的算法解释义务并不能达到此

种规范目的,因此无需将其作为免除解释义务的场合处理。第三项是 “该决定基于个人信息主体

的明确同意”,此处的 “明确同意”与个人信息保护中的 “告知—同意”规则并不相同。“告知—

同意”规则仅针对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7条的告知事项,并不包含解释义务中所指向的算法

规则与具体决策结果之间的关联。“明确同意”的实质为个人信息主体明知自动化所作出的决定

可能会或者已经对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仍愿意接受该种结果的发生。

关键在于,个人信息主体通过事前同意免除解释义务是否有效。个人同意系属于私主体对自

己个人信息权益的处分,〔53〕对于个人信息保护中个人信息主体的 “同意”的性质,学界存在诸

多争议,大致为 “法律行为许可说”〔54〕“信托授权行为说”〔55〕“持续性代理行为说”〔56〕等。从

民法的角度而言,“同意”的性质应当区分合同与侵权不同的场合而定。在合同领域,同意可能

成为合同中给付内容的一部分。在侵权领域,同意或可作为免责事由 (受害人同意)免除个人信

息处理主体的责任 (发生在事后解释的情形下)。〔57〕

通过事前同意免除解释义务的方式分为三种,其一为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格式条款排除其解

·67·

〔52〕
〔53〕
〔54〕
〔55〕

〔56〕

〔57〕

参见程啸:《论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告知义务》,载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法治论丛)》2021年第5期。
参见万方:《个人信息处理中的 “同意”与 “同意撤回”》,载 《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
参见刘召成:《人格商业化利用权的教义学构造》,载 《清华法学》2014年第3期。
参见丁晓东:《个人信息权利的反思与重塑———论个人信息保护的适用、前提与法益基础》,载 《中外法学》2020年

第2期。

SeeJenniferBarrigaretal.,Let􀆳sNotGetPsychedOutofPrivacy:ReflectionsonWithdrawingConsenttotheCollec-
tion,UseandDisclosureofPersonalInformation,44CanadianBusinessLawJournal54,60 (2006).

参见前引 〔53〕,万方文。



胡巧莉 刘征峰:算法解释在民法中的体系定位与类型区分

释义务,其二为个人信息主体与个人信息处理者磋商达成免除解释义务的约定,其三为个人信息

主体单方免除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解释义务。第一种方式较为常见,典型情形为网络平台设置格式

条款,如 “用户若同意上述内容,则本平台无需对自动化决策所作出的决定承担解释责任”。个

人信息主体仅有是否接受免除解释义务的选择空间,并无磋商余地。但格式化条款可能因排除个

人信息主体的主要权利而无效。根据网络平台对自身解释义务减轻或免除的不同程度,分别可能

符合 《民法典》第497条第2项或第3项,即个人信息处理者通过格式条款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

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和信息处理者直接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个人

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处理者所享有的算法解释请求权是否属于 “主要权利”? 前文虽否定独立的

算法解释权,但算法解释在合同领域中可辅助主权利的实现,对该义务的违反会造成利用个人信

息提供服务这一主给付义务的不适当履行。因此,对算法解释的保护应纳入该条所规定的 “主要

权利”的范畴。第二种方式是个人信息处理者与个人信息主体通过磋商达成免除解释义务的约

定。解释义务产生的前提是对个人权益的重大影响,若此种影响已经足以造成对方人身损害或者

属于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则因违反 《民法典》第506条而归于无效。第三种

方式是个人信息主体直接单方免除其解释义务,其无效的情形与第二种方式相同。

事前同意免除解释义务,是否需要严格限定于 “明确同意”的情形? 若个人信息主体默示同

意,是否发挥相应的免除效果? 在意思表示的概念中,应区分两个方面:作为行动的意思表示以

及作为客观逻辑的意义构造的意思表示。只有某一举动本身是被意愿的,才存在一项民法意义上

的具有法律重要性的 “行动”。〔58〕设置为明确同意的意义在于,自动化决策可能对个人权益产生

重大影响,若被免于解释,个人信息主体的同意实际上是对相关合同责任或侵权责任的豁免,意

思表示必须清楚且确定,以避免引起权利义务关系的争议。对于默示的意思表示,由于在个人信

息处理中存在个人信息主体知情权与个人信息处理者告知义务的断层,同意的意思表示本就存在

不自由的空间,〔59〕若允许默示同意,则难以避免个人信息主体作出含有效力瑕疵的意思表示。

因此,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解释义务不可轻易被事前免除,若自动化决策可能对个人信息主体

的权益产生重大影响,个人信息处理者需对自动化决策的相关内容作出清晰、通俗的解释。《个

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并未规定违反该事前解释义务的民事责任,需具体分析:若双方

将解释义务订入合同约定,则依照是否违反合同义务界定民事责任;在无合同约定的场合,个人

信息主体可拒绝个人信息处理者仅依据自动化决策作出决定。而事后所产生的解释义务以及损害

赔偿义务可被免除,原因在于当事人可对自己已经产生的算法解释请求权及损害赔偿请求权予以

处分,与事前免除的效果存在本质区别。

三、事后解释在救济体系中的功能与损害赔偿

事后解释中的关键要件是 “已经对个人权益产生实际的重大影响”,且无论是一般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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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9〕

参见 〔德〕卡尔·拉伦茨:《法律行为解释之方法———兼论意思表示理论》,范雪飞、吴训祥译,法律出版社2018年

版,第36 37页。
参见前引 〔53〕,万方文;武腾:《最小必要原则在平台处理个人信息实践中的适用》,载 《法学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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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敏感个人信息,只要符合该要件即可要求事后解释。原因在于,重大影响或者损害已经实际

产生,既不会对个人信息处理者造成过重的解释负担,亦有正当理由反驳以商业秘密为抗辩。至

于何种结果构成 “重大影响”,需在合同或侵权等不同场域分别判断。在重大影响已经实际产生

的情况下,事后解释并不能发挥完全的救济效果,需辅之损害赔偿责任。

(一)事后解释中的重大影响

事后解释中重大影响的典型一般为不当处理个人信息,导致个人在工作机会、金融安排等方

面遭受负面影响。〔60〕一方面包括自动化决策对个人信息主体的法律地位或合同权利等产生影响,

如合同撤销、社会福利丧失、被拒绝给予公民身份等;另一方面也包括个人的法律权利或义务未

因自动化决策而改变,但是该决策对个人的境遇、行为或选择产生显著影响,或导致其因歧视被

排除在某种机会之外 (如金融服务、就业或者教育机会丧失)。〔61〕但根据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4条第3款的文义,“重大影响”并未限定于不利影响的层面,即便是产生有利的重大影响,个

人信息主体仍有选择是否接受的自由。

鉴于上述讨论,何种行为可被评价为 “对个人权益已经产生重大影响”乃问题的核心。个人

权益的认定与影响是否重大存在直接的关联,该问题可转化为如何认定构成重大影响的个人权

益。在合同关系中,个人信息处理对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典型表现为个人信息处理的格式条

款,网络平台多基于此声明有权对个人信息进行收集、存储、使用等。因此,对 《民法典》第

497条中 “主要权利”的判断可资借鉴,但何为 “主要权利”,需要根据合同性质本身确定,不

仅仅关注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内容,而应就合同本身的性质来考察。〔62〕“主要权利”不可简单

地解释为法律规定的权利,或由法院基于公平原则进行自由裁量所认定的权利。〔63〕因此,“对个

人权益已经产生重大影响”在合同领域表现为违反主给付义务以及违反其他给付义务导致个人权

益遭受损害,在侵权领域表现为对个人信息主体主要权利造成损害。

由于此时影响已经实际产生,对于影响程度的判断相较于事前解释中对重大影响的推定更为

容易且准确。依据 《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影响评估指南》(GB/T39335—2020)中所提供

的个人权益影响程度判定准则,可以个人信息主体所遭受的困扰程度、付出的成本、生理疾病、

财产权益损害、信用名誉损害等作为标准判断影响的严重程度。若该自动化决策行为使得个人信

息主体遭受诈骗、信用评分和名誉受损、失去工作机会、产生生理疾病等,则可被评价为对个人

权益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这些情况在限制个人自主决定权、引发差别性待遇、人身财产受损

等不同场景中存在不同的表现,需具体判断。若只是对个人信息主体造成了精神上的厌烦与恼怒

情绪,则仅被评价为低程度的影响,不符合要求事后解释的要件。

在事后解释中,算法控制者应当向个人信息主体披露的信息不限于算法系统功能的一般性事

前解释,而应对具体的算法决策结果予以说明,如基础性数据、算法规则、决策结果三者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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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1〕

〔62〕
〔63〕

SeeChristopherKuneretal.,TheEUGeneralDataProtectionRegulation (GDPR)ACommentary,OxfordUniver-
sityPress,2020,p.523,666.

SeeA29WP:A29WP,GuidelinesonAutomatedIndividualDecision-MakingandProfilingforthePurposesofRegula-
tion2016/679,17/EN.WP251rev.01 (Feb.6,2018).

参见前引 〔46〕,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书,第253页。
参见杨显滨:《网络平台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载 《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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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性。〔64〕可能面临的困境在于,打开 “算法黑箱”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定义代码和算法规则的

专业解释,高维机器学习人类解释风格在技术素养方面的差异造成了算法透明度的一大障碍。〔65〕

此时需要由该自动化决策所涉及的具体领域的专业人士作出阐释,如医疗服务者可以解释手术与

辐射治疗的差异,对每个技术细节进行解释,〔66〕以辅助判断决策作出的正当性。

(二)损害赔偿认定中的算法解释

事后履行解释义务所发挥的效果弱于事前解释的防御效果,需要辅之以拒绝、删除,以及合

同和侵权领域的损害赔偿责任。《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赋予了个人信息主体对仅通过

自动化决策作出决定予以拒绝的请求权,主张拒绝的要件应为该决定对个人权益产生了重大影

响。因此,个人信息主体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予以解释说明,在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解释义

务时,个人信息主体可主张拒绝仅受该自动化决策结果约束,亦可根据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
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主张删除。但 “拒绝+删除”的处理模式仅能面向将来产生保护效力,并

不能有效救济已经遭受重大影响的个人权益。

存在重大影响但未造成实际损害的情形下,个人信息主体仅可主张算法解释,存在重大影响

且损害已经实际发生的情形则需在主张算法解释后,在个人信息处理者未对该行为作出合理解释

的情况下才能主张损害赔偿。是否能够辅之以合同或者侵权责任意义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关键

在于判断重大影响的结果是否能够被评价为法律意义上的损害。〔67〕依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
条第1款的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此种差别待遇构成价格歧视,在合同关系领域可能构成欺诈或者显失公平,其损害的是个人信息

主体的财产权益。但该条第2款所提及的信息推送、商业营销等针对个人特征的选项若未采取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故意悖俗地使用算法造成排除、限制竞争或者损害消费者福利等行为时,不可

被直接认定为对个人信息主体构成了损害。因此,是否能够主张合同或者侵权责任上的损害赔偿

请求权,需根据 《民法典》第584条或第1182条至1185条的规定具体判断。

“未合理履行算法解释义务”这一行为在合同法上与侵权法上的评价存在区别。在传统民法

中,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均为债的发生原因,前者产生法定之债,后者产生意定之债。〔68〕从用

户角度出发,数据活动关系人可通过用户协议 (个人信息授权合同)的方式建立数据收集、利用

的债之关系。〔69〕如在定制信息推送、智能投顾、搜索引擎等典型场合,算法提供者的主给付义

务在于为个人提供上述核心服务功能,而算法解释旨在避免算法决策对当事人的个人权益产生重

大影响,可被合同关系中的保护义务所涵盖。〔70〕算法解释义务在合同领域表现为对合同履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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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5〕

〔66〕

〔67〕
〔68〕
〔69〕
〔70〕

SeeGDPRArticle15 (1)(h).
SeeBryceGoodman,SethFlaxman,EuropeanUnionRegulationsonAlgorithmicDecision-MakingandaRighttoEx-

planation,38AIMagazine50,55 (2017).
SeeTaeWanKim,BryanR.Routledge,InformationalPrivacy,ARighttoExplanation,andInterpretableAI,in

2018IEEESymposiumonPrivacy-AwareComputing (PAC),IEEE,2018,pp.64 74.
参见王泽鉴:《损害赔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第3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79页。
参见龙卫球:《数据新型财产权构建及其体系研究》,载 《政法论坛》2017年第4期。
对于 “给付义务—保护义务”这一分类,参见张家勇:《合同法与侵权法中间领域调整模式研究———以制度互动的实

证分析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9 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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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符合双方缔约目的的解释义务。若个人信息处理者未能解释对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自动化

决策条款或者自动化决策结果,则分别导致该条款未被订入合同或个人信息处理者承担相应违约

责任的后果。有观点认为算法服务提供者的算法解释属于合同法上的从给付义务与附随义务,〔71〕

实际上也是承认算法解释作为合同义务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本质。

因此,当个人信息处理者与个人信息主体处于合同关系中时, “未合理履行算法解释义务”

应被评价为债务不履行。当事人将 “自动化决策决定对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则可要求个人信息

处理者作出解释”订入合同条款并不能将解释义务的性质划定为合同的主给付义务。原因在于,

合同的主给付义务内容为个人信息主体按要求提供相关个人信息并获得服务,个人信息处理者依

据个人信息主体提供的个人信息作出自动化决策并提供服务。但算法解释义务与主给付义务内容

密切相关,其性质为合同保护义务,对该义务的违反亦构成主给付义务的不适当履行,个人信息

主体可据此主张违约损害赔偿。

在个人信息处理者与个人信息主体并未进入合同这一特别结合关系时,“未合理履行算法解

释义务”不可被评价为侵权法上的 “侵权行为”,而应被评价为 “过错”。对于侵权请求权中 “过

错”要件的举证需通过算法解释辅助说明,如个人信息处理者无法解释或者拒绝解释则应推定个

人信息处理者存在过错。侵权行为所违反的是法定义务、绝对义务,〔72〕侵害的对象一般为绝对

权。算法解释义务作为人格权所衍生的非独立性请求权,并不具有绝对义务的性质。违反算法解

释义务本身并非侵权行为,对个人权益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个人信息处理才属于个人信息保护中

的侵权行为。需要注意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所规定的 “个人权益”并不仅限

于个人信息权益,亦包括其他权益。典型如算法处理个人信息过程中对个体的信用评级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侵害了信用权 (《民法典》第1029条)。因此,应将 “未合理履行算法解释义务”评

价为过错,但需要厘清的是归责原则为一般的过错责任原则还是过错推定责任,这与举证责任的

分配以及不利后果的承担密切相关。

本文从民法体系出发,将个人信息处理关系限定在采用自动化决策的非公务机关与个人信息

主体之间。在此种关系类型中,双方当事人在举证责任和诉讼能力上的差异主要是由 “自动化决

策技术”造成的,若采用一般过错归责原则,鉴于自动化决策技术中蕴藏的算法复杂性,可能会

对个人信息主体课加过重的举证负担,〔73〕因此应采过错推定原则。〔74〕《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
条第1款规定了个人信息权益致害以过错推定原则归责,〔75〕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

成损害,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目的在于维

持权益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平衡。〔76〕虽然个人信息侵权中的损害具有无形性、潜伏性、未知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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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鲁春雅:《自动化决策的算法解释权———以合同义务为视角》,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23日,第4版。
绝对义务是指个人具有与不定数目的人或其他所有人有关的义务。参见 〔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

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40页。
有法院认为:“从收集证据的资金、技术等成本上看,作为普通人的庞理鹏根本不具备对东航、趣拿公司内部数据信

息管理是否存在漏洞等情况进行举证证明的能力。”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7)京01民终509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叶名怡:《个人信息的侵权法保护》,载 《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
参见前引 〔32〕,程啸书,第506页。
参见谢鸿飞:《个人信息泄露侵权责任构成中的 “损害”———兼论风险社会中损害的观念化》,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

学报》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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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与传统侵权场域不同的特殊性,〔77〕但在自动化决策处理个人信息的场合,关键在于证明算

法规则具有合理性且未对个人权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以算法解释作为评价个人信息处理者过错

的衡量标准。“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不仅包括个人信息处理者履行解释义务后无法证明决

策结果合理性的情形,亦包括个人信息处理者拒绝履行算法解释义务的情形,拒绝解释视为放弃

举证而直接负担不利后果。

值得讨论的是,是否需对敏感个人信息与非敏感个人信息的归责原则作区分处理。有观点认

为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处理非敏感个人信息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因在于敏感

个人信息的处理行为开启了危险源,处理者对处理行为具有控制力,应承担更严格的责任。〔78〕

在本文的语境下,个人信息处理为私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不包括公务机关,双方对于危险控制的

差异在于算法技术的控制权,采用过错推定责任已经对个人信息处理者设定了自律机制,以增强

其处理过程中的责任心。〔79〕对敏感个人信息与非敏感个人信息的区别保护可通过调整算法解释

义务即举证责任的方式实现。在敏感个人信息处理的场合,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举证责任更重,原

因在于敏感个人信息相较于一般个人信息更容易在处理过程中受到侵害,对算法规则设计的合理

性要求更高。若在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中适用无过错原则,相当于将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行为直接

视为危险责任,既是对算法解释义务作为过错评价功能的忽视,亦不利于解决个人信息流通与个

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利益冲突。综上,若个人信息处理者拒绝履行解释义务或者履行解释义务后并

不能证明其无过错,则损害赔偿的不利后果由其承担。至于损害赔偿的范围,依 《个人信息保护

法》第69条第2款具体确定,赔偿范围包括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

四、结 论

现代性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

形态。这一点在技术方面表现得尤为显著,并逐渐渗透至其他领域,引发信任与风险的紧张关

系。〔80〕个人信息应作为人格中纯粹的一部分,不可简单地沦为促进他人增益或者实现社会目的

的手段。从民法体系的视角观察,算法解释背后所保护的个人信息权益应为人格权益,算法解释

请求权的本质是为人格权服务的非独立请求权。在合同关系领域,算法解释可纳入合同保护义务

的范畴以助于主给付义务的履行,个人信息处理者可能因违反解释义务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在

侵权领域,算法解释则作为过错评价的要素发挥作用,即自动化决策对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可

否被评价为侵权行为,需以个人信息处理者履行算法解释义务的结果作为辅助判断的标准。

为缓解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与个人信息利用之间的紧张关系,算法解释应区分为事前解释与事

后解释两种类型。事前解释仅适用于敏感个人信息的自动化决策场合,因为在事前无法对一般个

人信息是否产生重大影响作出准确的判断,而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基于其个人信息类型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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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田野:《风险作为损害:大数据时代侵权 “损害”概念的革新》,载 《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10期。
参见程啸:《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侵权责任》,载 《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5期。
参见申卫星:《论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平衡》,载 《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5期。
参见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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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推定出可能会对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重大影响实际产生后的事后解释则无需区分个人信

息的敏感程度。此时若产生了损害,单纯的事后解释与 “拒绝+删除”模式并不能发挥全面的救

济功能,需辅助以合同法或者侵权责任上的损害赔偿责任。是否承担合同损害赔偿责任取决于是

否违反合同义务。在侵权损害赔偿中,若个人信息处理者无法解释或者拒绝解释则推定其存在过

错并承担不利后果。

Abstract:Fromacivillawperspective,personalinformationshouldbeprotectedasalegalinter-

est.Thealgorithmicinterpretationofautomateddecision-makingisinfactanon-independent

claimderivedfrompersonalityrightsanddoesnotrequirethecreationofaseparaterightofalgo-

rithmicinterpretation.Inthefieldofcontract,algorithmicinterpretationcanbeincludedinthe

scopeofthedutyofprotection,whileinthefieldoftort,ithasthefunctionoffaultevaluation,

andwhenthepersonalinformationprocessorisunabletoexplainorrefusestoexplain,itcanbe

presumedtobeatfault.Inordertoprotectthecommercialsecretsofpersonalinformationpro-

cessorsandreducetheirburdenofinterpretation,thealgorithmicinterpretationstipulatedinAr-

ticle24 (3)ofthePersonalInformationProtectionLawshallbedistinguishedintotwotypes:ex

anteinterpretationandexpostinterpretation,whichdifferintermsoftheconstructionoftheele-

mentsandthedegreeofinterpretation.Theexanteinterpretationshallbelimitedtothehandling

ofsensitivepersonalinformationthat“mayhaveasignificantimpact”,whiletheexpostinterpre-

tationshalloccurinthecaseofautomateddecisionsthat“alreadyhaveasignificantimpactonthe

rightsandinterestsofindividuals”.Thedutyofexanteinterpretationshouldbelowerthanthat

oftheexpostinterpretation,whichcorrespondstoanabstractinterpretationofthesystem􀆳s

functionandadetailedinterpretationofaspecificdecisionrespectively.Intheeventofactual

damagearisingfromthematerialimpact,thesubjectofpersonaldatamayclaimliabilityfordam-

agesinbreachofcontractortort.Intentionalexemptionsfromtheobligationtointerpretexante

shallbevoidiftheyviolateArticle497orArticle506oftheCivilCode,buttheobligationtoin-

terpretexpostandtherighttoclaimdamagesarisingtherefrommaybeexempted.

KeyWords:algorithmicinterpretation,interestinpersonalinformation,automateddecision-

making,significant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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